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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

严    明    张荣刚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明代时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经义八股格，俗称八股文。经义八股格经过永乐后百余年的发展，
于成化、弘治年间趋于完备。成、弘两朝既是经义八股格达到鼎盛之时，又是王鏊由科举入仕途、时文写作

活跃之时。明代经义大家首推王鏊，他的经义创作特征以及多次参与乡会试事的主考官身份，皆在明代经义

八股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王鏊古文宗尚与经义作法的关系，分析其经义八股格的结

构特征，进而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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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明清文章学专题研究

特约主持人：罗时进
主持人按语：近日，在最新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评审中，“明清近代诗文研究”专

栏顺利入选了第三批教育部高校学报的“名栏”建设工程。藉本期学报出版的机会，我们首先向钱仲联先生表

示深切的缅怀，他当年提倡明清诗文研究，并提出在本校学报创设明清诗文研究专栏，其倡导和推动之功，永

远值得后来者感激。同时，我们还要向长期关注和支持本栏目建设和发展的学界专家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明清诗文研究在整个古代文学学科起步较迟，但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一领域，相关学术成果也越

来越丰富。我校学报愿意为明清诗文研究者辟出一块园地，取精集萃，为该学科领域的发展继续发挥促进作

用。我们期待学者们用严谨的学术方式表达对社会现实和重要国家历史问题的关切，也欢迎具有问题意识的

纯粹的学术探讨；我们期待学者们以开拓境宇的精神涉猎前人未曾注意的领域，也欢迎用“接着说”的姿态

深化已有课题的研究；我们期待学者们进行具有学理意识、形成知识结构的理论研究，也欢迎以朴学精神和

方法进行文学文献的实证考据。在作者方面，我们期盼富有知名度的资深学者惠赐佳作，也希望中青年学者

踊跃投稿。还要说明的是，“明清近代诗文研究”专栏旨在对明清诗歌和文章展开研讨，但对诗文所采取的是

大学科的概念，大致除小说、戏曲之外的文体都包含其中。概而言之，本栏目的学术格局和精神风貌是开放

多元的，相信唯取此道，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才能繁荣，本栏目才有更广阔的空间，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今后，我们将根据学科发展的走向、学术研究的需要，也结合稿源的实际情况尽量组织一些专题性的讨

论。本期推出的是一组明清文章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严明等先生的《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对王鏊

在明代八股文发展中的贡献和影响做了缜密扎实的探讨，“接着说”说出了新意。周明初先生的《〈送东阳马

生序〉人物考》对宋濂这篇传世名作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考证，颇具创获，极有助于对该作品的分

析理解和进一步研究。杨旭辉先生的《“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所聚焦的是明末清初尤侗的

骈文创作。尤侗是被关注较多的名家，但对他的骈文的研究，学界极少涉笔专论，本文立足于文本展开学理

分析，富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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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又称经义八股格，是明代科举考试

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经义八股格的发展形成过

程，学界一般认为始于明代永乐而终于弘治，而

从成化至弘治其格式趋于完备。成化、弘治年间

（1465—1505），“台阁体”冗沓肤廓之弊愈加显著，

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已引起士人的广

泛共鸣。人才选拔与程朱理学的联系变得更加直

接和紧密，而士人亦大多依靠辞章记诵以博取功

名。对于经义，明人已认为“盛于成、弘”［1］209，又

谓：“至于成化、弘治间，科举之文号为极盛⋯⋯

深醇典正，蔚然焕然，诚所谓治世之文。”［2］556-667

成化、弘治时经义之盛，是建立在八股格定型的基

础之上的。王鏊对经义八股格的定型有着重要的

影响，明清两朝学者对王鏊大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有谓“本朝举业文字，自永乐、天顺间非无佳者，

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3］447。有谓“制

艺之盛，莫如成、弘，必以王文恪公为称首”［4］231。

本文在考辨王鏊的古文渊源、行文之法以及时文

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形成

和定型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作用。

一、王鏊古文宗尚与时文作法关系辨

明初的古文创作，沿着宋元的路径，或尊秦

汉或尊唐宋。永乐以后，始有三杨“台阁体”倡

导以欧阳修为宗尚，呈现雍容华贵的文风；降及

天顺、成化年间，余响流为冗沓肤廓之弊，王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文坛的。王鏊（1450—

1524），苏州吴县人，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元，授

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

郎，在朝居官三十年，正德初迁户部尚书、文渊

阁大学士。王鏊出生之时，吴地文风与京城“台

阁体”虽有所不同，但文章宗尚仍不出宋元诸大

家。如无锡人邵宝，成化二十年甲辰科进士，他

评论王鏊“为文先爱三苏，才思川涌，援笔如不

能止”［5］674。比王鏊稍早的苏州人礼部尚书吴宽，

成化八年壬辰科会元，也“颇好苏学，其于长公

每若数数然者”［6］272。可见尊尚苏氏父子文章是

吴地文坛的主要特色之一。

王鏊初尚苏文，除了受吴地文风影响之外，

与当时科举制度亦有直接关系。据时人何乔新所

言：“予少时从事举子业，先公尝训之曰：‘近时

场屋论体卑弱，当以欧苏诸大家论为法，乃可以

脱凡近而追古雅。’予因取欧、苏诸论熟读之，间

仿其体，拟作一二，出示同舍生，莫不骇且笑。虽

予亦不能自信，盖当是时科举之士未见此书故

也⋯⋯此书一出，予知四方之士疾读而力追之，

上下驰骋，不自踰于法度，如工之有绳尺焉，而

场屋之陋习为之一变矣。”［7］1069-1070何氏为景泰

五年（1454）进士，辈分早于王鏊，其文中自言以

欧、苏文为法，目的是为了提振当时考场卑弱文

风。又据王守仁《太傅王文恪公传》记载：“成化

甲午，应天乡试第一，主司异其文曰：‘苏子瞻之

流也。’录其论、策，不易一字。”［8］690可见王鏊初

试举业即以学苏轼文而崭露头角，而嘉靖时归有

光亦云：“乡先达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论策以苏

氏为法。”［9］122

对于王鏊为文所学，明代霍韬曾总结道：“早

学于苏，晚学于韩，折衷于程朱。”［6］120此论看似

全面，实际上并不确切。王鏊曾自言：“少读《唐

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则往返三复，惜不得其

全观之，后获内阁秘本手录以归，自谓古人立言

之旨，始有丝发之见。”［6］265可见王鏊非“晚学于

韩”，其少时即已学韩，只不过是由韩门弟子而上

溯学韩。宋元以来学古文者，虽亦有远承秦汉者，

然大都承认韩愈为一代文宗。王鏊亦云：“近世

文章家，要以昌黎公为圣，其法所从授，盖未有

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于经，而得之邹孟氏尤

深⋯⋯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来无择，无

择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诧得吏部为文真诀。可

之卒，其法中绝。”［6］264-265上述两段话道出了王鏊

学韩的途径，在他看来，学韩文莫过于由可之而

上之，因为“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

焉，则可之是也”［6］510。

韩愈文章的特点，或奥衍闳深、雄浑简古，或

横骛别驱、汪洋恣肆，或纡徐委备、曲折尽情。然

而就韩文的结构而言，善于“成幅尺间架”［10］16是

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长处。正因如此，韩愈文章

与明代经义就有了学理逻辑上的密切关联。清代

人郑献甫认为：“韩文公《原毁》，篇前后皆作二

整比⋯⋯《原性》亦前列三等以后，即将三意申

明。”［11］3明代茅坤也谓《原毁》“此篇八大比，秦

汉来故无此调，昌黎公创之”［12］469。韩文重间架

结构，源于韩愈的精心作文。韩愈做人为文皆继

承孟子，故“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

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13］170，“沈潜乎训义，

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13］1143。宋代苏轼做人

为文得庄子者为多，其文章结构与庄子一样浑然

天成，并无精心结构的意愿。故清代蒋湘南评道：

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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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才气廉悍，故间架阔。”［14］309王鏊为文宗韩

师苏，韩苏文章间架结构的特点，势必影响到王

鏊的时文结构。

在北宋文章诸大家中，王鏊还对王安石古文

情有独钟，认为“欧苏崛起百年之后，各以所长振

动一世，其天才卓绝，顾于是有若未暇数数然者

而亦多吻合焉。其时临川荆公得之独深，考其储

思注词无一弗合，顾视韩差狭耳”［6］265。清初时文

名家李光地曾指出：“王守溪评文，谓昌黎后惟

半山得宗派，不数欧苏，最有识见。”［15］453李氏还

评韩愈文：“追复三代，转有斧凿之意”［15］447。论

王安石文：“王荆公，气亦强，文亦古，但深求之，

却是学成的，不是本来如是。”［15］453又谓：“太史

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增减，然其不如处，

正是好似他处。太史公无意写出，昌黎有意裁剪

也”［15］322。总之，在李光地看来，韩文注重“斧凿”

和“裁剪”；王文气强文古，都是精心作成，反而

不如司马迁文那样自然流畅。李氏所论，揭示出

王鏊继承韩愈和王安石文章传统的渊源关系。

成化朝的科举取士渐趋于“一唯科目是尚”［6］384，

三场试士亦仅重初场。文人学子大都认识到时文

“非上乘之文”［1］162，但为了得一功名，不得不沉

溺其中，反复描摹。王鏊尝自言其年轻时揣摩作

时文之法：“初将先辈旧作，及诸程墨一一讲解

而习之，卒不肖；次将《左》《国》《老》《庄》之属

句句而模仿之，亦不肖。盖肖与不肖，其机常在

倏忽微妙之间，任之则成驰骛，执之则拂生机，

于此调骎骎乎若可以上”［1］162。可知王鏊最初大

量揣摩仿效先辈的程墨佳作，从中揣摩时文作法，

最终未能得法。此为明代永乐以后士林普遍风

习，众学子“惟诵习前辈程文，以觊儌幸。”［16］112

王鏊亦然，从揣摩程墨佳作到摹拟古文作法，欲

化古文辞为经义文以求新意，最后终于领悟到了

时文“肖与不肖”间的差异极为微妙，所以能够超

越模拟而自成一格，时文写作水平便向上提升。

王鏊悟到经义文要做出新意很难，因为经义

为科举考试文，文意表达已被严格规定范围，写

作时既不能照抄时文佳作，亦难以搬用古文辞为

文，仿制程墨佳作反显陈腐，而摹拟古文辞则难

合功令。清初钱谦益曾把明代经义分为举子、才

子、理学三大类，而将王鏊时文归入举子之文，

并总结举子时文的特点是：“本经述，通训诂，析

理必程朱，遣词必欧苏。规矩绳尺，不失尺寸，开

辟起伏，浑然天成”［17］1508。实际上，“遣词必欧

苏”、“开辟起伏”皆为古文词法，钱氏所言举子时

文实际上是以古文之法为时文。清后期郑献甫，

更直接指出了王鏊时文主要特征是“尽变古文之

貌而谨密微至”［11］15。

由此可见，王鏊所言新作法实际上就是以古

文为时文。是有意借鉴古文作法，使其符合时文

的格式及功令要求，从而使古文辞与经义文浑然

一体。古文与经义浑然一体之后，进一步发展就

形成了经义文八股格。其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对偶

文词，密集使用排比句式，结构上急促紧凑，以

古文纯熟之法使其“谨密微至”。这样的经义文

章，内容上是程朱思想的翻版表述，形式上则是

古文句式的纯熟表现，文章矩度符合功令之需，

格式也能适应取士程序，充分显示“戴着镣铐跳

舞”的才华，因而能够脱颖而出，占据明清科考行

文的主流席位。王夫之尝谓：“钩锁之法，守溪开

其端，尚未尽露痕迹。”［18］169所谓“钩锁”者，即

古文中开阖照应的写法，王鏊化用此法为时文写

作，影响极大，促进了经义八股格的定型。

二、王鏊时文结构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鏊宗尚韩、苏文的章

法，并精通古文创作的间架结构与裁对整齐。后

将此类领悟化用到时文写作中，加强了字词的排

比对偶，句式也更趋严整，遂开启了以古文为时

文的写作风气。以下结合《钦定四书文》中王鏊的

时文选篇①，具体看其在时文写作中如何加强排

比对偶、裁对整齐，从而表现出以古文为时文的

文法特征。

其一，“君赐食”一节题文：“起讲”三句，继

而一股讲“君赐食”二句，一股讲“君赐腥”二句，

一股讲“君赐生”二句，最后三股议论，收结。此篇

正文结构依题目而成，“起讲”后以三股讲题，三

股议论；一股可以谓之散体，三股并称则互为排

比，其特征是整齐中间以散体，散体中继以整齐。

其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文：“起讲”

四句，继而二股讲“百姓足”，两句过文后六股讲

“君孰与不足”。依朱注解题，而后就所解题目例

证而已。“起讲”处提出问题，皆依事而言理。王

鏊所作此篇程文，内容上环环相扣，围绕题目反

复说去，实得自战国文章纵横之法。正文依题目

①目前王鏊的经义流传下来的不止11篇，如俞长城《可仪

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收录其47篇，高嵣《明文钞》系列收录13

篇；本文所分析的王鏊经义，皆选自《钦定四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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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两部分，中间以过文相连。徒深于经义，不

足为此；徒精于文法，亦不足为此。王鏊行文能

够兼顾两端，允执其中，深得苏轼文章之妙。

其三，“邦有道，危言危行”题文：五句“起讲”

后二股讲“邦有道”，五句过文承上启下，继而两

扇讲“危言危行”，最后以三句收结正文，照应破

承。“原起”融于“起讲”之中。就正文部分文法而

言，散中有整，整中有散，时而排比时而散行，得

韩愈行文之旨，亦是北宋以来作者为文常用之法。

其四，“邦君之妻”一节题文：“起讲”后散句

讲“邦君之妻”，继而二股讲“君称之”二句，一句

过文结上，又二股讲“邦人称之”二句，最后散体

讲“异邦人”句。行文之妙在于排比对偶与否均依

题目而为之，题目结构对称则讲题排比对偶，反

之则以散体讲之。论者谓其“句句详核，股法变

换参差”［19］33，诚为得旨之评。此篇足见王鏊深于

古文，行文变化错综，整而不厌、散而不乱。

其五，“武王缵大王及士庶人”题文：正文“起

讲”后两扇立格。“原起”融于“起讲”之中。正文

分武王、周公而立为两扇格，以朱注解题敷衍成

文，其中每一扇内，结构循题之结构，或对或散，

自问自答，结构严谨。就结构而言，已开之后归有

光时文两大扇散体行文之法，故论者谓“震川本文

恪之派而出入于唐宋大家”［20］228。然王鏊之文既无

归有光文辞古奥之特长，亦无其行文拖沓之毛病。

其六，“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题文：

“起讲”处拈出周公，继而二股讲“兼驱”，四股讲

“百姓宁”，四散句收结。此篇为王鏊成化乙未科

场屋元墨，正文虽非由八股构成，然其格式正体

现经义八股格式的一般特征。该文与是科主考丘

濬所作程文，皆为成化、弘治经义的典范。方苞

谓此文侧重讲“百姓宁”，而丘氏程文则侧重“兼

驱”，“是其用意异处，俱先于反面透醒，是其作

法同处”［19］55。所谓反面透醒法，即两篇皆以“周

公不如此则”云云。王夫之以此文为据谓王鏊眼

中只一韩愈，可见王鏊文渊源韩文之处。

其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题文：“起讲”

后四股讲“思兼三王”，四股讲“施四事”，五散句

收结正文。正文于“起讲”处点出周公，所讲“施

四事”后二股皆以“公”称周公，故方苞谓“音调

颇与后来科举揣摩之体相近”［19］59。方氏所谓“音

调”者，即《明史》所言“代古人语气为之”［21］1693。

文中“公”即指“周公”，是一种避讳的尊称，而《孟

子》一书中皆直称前圣而不避讳。所以可谓之为

代言，但谓其代古人语气则未必。

其八，“晋之乘”二节题文：“起讲”后三股讲

晋、楚、鲁三句，二股讲“一”，又二股讲“其事”、

“其文”二句，五句过文承上启下，继而四股讲“其

义”句，最后散句收结正文，照应破承。此篇属于

史事题，正文结构依题依意而成，叙事议论与行

文散整相参差，是天顺前时文故法。而其整齐处

多、散处少，此正如李光地所言“以前人语句多

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

对整齐”［15］458。

其九，“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一节题文：

“起讲”后六股讲“闻其”句，六股讲“未闻”句。

正文结构依题目结构而分两部分，各自以六股夹

叙夹议，而议论处多，开隆、万以后凌驾之习。其

法实际上源于宋代苏氏父子论体，即苏轼所谓“想

当然耳”［22］115者，故李光地谓“两闻字亦是折之

以理，非据传记说也，故文中全不着相”［23］237。

其十，“附于诸侯，曰附庸”题文：“起讲”后

二股讲“附”，二句过文启下，二股讲“诸侯”，又

二句过文启下，六股讲“附庸”，二句过文结上，

最后二股议论收结正文。此篇属于典制题，题目

简单，故文多直叙，而其结构则正见作者反复致

意处。故方苞谓：“只用清写，而举义该洽，波澜

阔老。”［19］63从题目中拈出“附”、“诸侯”、“附庸”，

以过文穿插于其间。王夫之谓王鏊文“钩锁”之法

者，正于此处可见。

其十一，“大国地方百里”三节题文：“起讲”

后三股讲题目，最后二股议论收结正文。典制题，

难以发挥己意，故依《集注》而直说。正文“起讲”

后以三股分讲题目，皆在敷衍原文与集注，其结

构亦如题之结构，最后二股合讲议论，其不能恃

才发挥者如此。故方苞谓：“无甚奇特，但局老笔

高，又得说书之正体，遂使好奇特者，镂心鉥肝

而不能至。”［19］64

从王鏊的上述十一篇经义，大抵上可看出其

行文结构特点：首先，正文多用排比句式。其次，

用不用排比与对偶，主要视题目不同而有所区别。

如“君赐食”一节题文、“邦君之妻”一节题文、“晋

之乘”二节题文，以及“大国地方百里”三节题文，

均不拘泥于排比对偶与否。其三，经义结构句式

上的整齐与否，也根据题目结构及题旨表现的需

要而定。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文、“邦有道，

危言危行”题文、“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题文、“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题文以及“吾闻

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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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一节题文等皆如此。

排比对偶、结构严整形成王鏊经义文的基本

特征。然考之上述十一篇经义，具有八股格典型

特征的仅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文与“周公

兼思三王以施四事”题文。王鏊经义并不多写八

股格的原因在于，经义八股格中正文由八股相连

的结构组成，是经义文体格式化发展过程中的一

种典型结构特征，故清人以“正格”［24］553称之。而

顾炎武言“亦有连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

成篇，而不止于八股”［25］951。则指出经义文中的

多数写法实际上都不属于八股中的正格。王鏊经

义文中的多数篇章也是如此，行文尽兴舒展，隐

然可见韩愈、苏轼古文的结构文脉，其中“吾闻

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一节题文、“附于诸侯，曰附

庸”题文两篇，皆多至十二股。王鏊经义文写作

的才华，正表现在这些遵循规矩中的破规矩之处，

收放自如，惟妙惟肖，因而受到千万学子的钦佩

甚至顶礼膜拜。

王鏊有意将古文作法渗透到经义写作之中，

并取得了推陈出新的效果，一时影响颇大。王世

贞谓：“公凡两典乡会试，其程文为本朝冠，海内

博士弟子亡不传习之；而千古文辞在河东、庐陵

间，精简有法度。”［26］145认为王鏊的文章功力在

唐宋古文大家中的柳宗元、欧阳修之间，总的特

点是“精简有法度”。钱谦益的看法有所不同，他

认为王鏊“文章以修洁为工，规摹韩、王，颇有矩

法”［27］267。是说王鏊文章模仿了韩愈和王安石，

然行文效果一样是“修洁”而有“矩法”。平心而

论，王鏊的古文模学了唐宋诸大家，转益多师后

未能突破前人藩篱，所以难称自创一格的古文大

家，故后人评价难免见智见仁。然其行文精简，

章法井然，外显韩、苏之形，内藏老、庄之意，在

弘治年间却被公认为一种应时适宜的写法。尤其

是将此种古文写法与用意改造经义，使得古文法

度及文意浑然融于时文写作，形成时文新变潮流，

结果是科场考生纷纷顶礼膜拜，对于热心于古文

的王鏊而言，亦可谓桑榆之收。

三、王鏊对八股格定型所起的作用

对于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的时间，学界有着

不同的看法。从清初到民国初年，顾炎武、戴名世、

胡鸣玉、李调元、商衍鎏等人皆认为完备于成、弘

之时。而《明史》谓八股格式为明太祖与刘基所定；

今人李光摩则推论定型于成化十一年［28］；本杰

明·艾尔曼说“八股文和成化十一年后的形式主

义文风”有着密切的关系［29］202，即认为八股文应

该定型于成化十一年之后。应该说，明太祖之时

及成化十一年在明代经义八股格产生过程中，皆

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因此而确定八股格式定

型于明太祖时或成化十一年，则还根据不足。①笔

者认为顾炎武等人提出的八股文定型于成、弘年

间说，是较为稳妥的推论，基本符合文学史事实。

八股格的定型，是明初以来经义文体不断变

革的结果，其趋势与古文发展的走向有着密切关

系。从明初到明中叶文章风尚由质转文，对此昔

人已有论及。如明末杨维斗云：“洪武、建文、永

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诸朝之文，质木款直、

澹泊淳古，不可以文名，文之至盛也，而其弊或

失之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之文，淹雅练

达、华实相副，可以文名，亦文之至盛也，而其弊

或失之拘。”［30］17-18杨氏所言，不仅指出了明前期

古文由质转文的发展大趋势，也透露出明代经义

的发展与古文之间的内在呼应关系。清初戴名世

曾论成化前后经义写作风气的变化：“当其设科

之始，风气未开，其失也朴遫而无文。至成化、弘

治、正德、嘉靖以来，趋于文矣。”［31］106说的也是

明前期经义由重质向尚文的转变趋势，这与同期

古文发展是一致的。

王鏊以文章宗韩师苏之所悟，化用古文之法

为时文之作，变革经义文的传统写法，顺应了明

初以来文风的转变趋势。王世贞谓：“明以时义试

士而不能古，则济之（王鏊）、应德（唐顺之）其于

古文无几微间也。”［32］210指出两位时文高手同时

也是古文大家，这样写出来的时文才可能有所创

新。清初李光地亦说：“王守溪以韩文成句对《论

语》，帖然也，出是则配焉而不类。然则后起之文，

非恶其采摭子史杂书以后代言语附于经也，恶其

不类焉耳。”［33］684韩愈之文是古文典范，韩文成句

可与《论语》成句帖然相符，证明古文可以与经文

浑然一体，因此经义化用韩愈古文成句就有了依

据。在王、李二人看来，经义本有贴近古文之处，

两者原可帖然相配，王鏊时文正是在这一方面取

得了成功，但后起之文则鲜有成功者，主要原因

就在于出语俗杂而不类。四库馆臣对王鏊的时文

也较为肯定：“鏊以制义名一代⋯⋯盖有明盛时，

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泛览百氏，以培其根

①有关明代经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可参见拙文《论明代经

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文艺评论》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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柢，而穷其波澜。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其泽于

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34］72，①这段

评论肯定了王鏊的成功在于其时文与古文的兼

工，还肯定了王鏊的经义与古文都具有深厚根底。

经义与古文的相融，体现出知识渊博并且贯通，

所以能够以制义名一代。清初馆阁词臣的眼界、

胸襟和见识，皆超越了明人的评价。

经义八股格的形成，是明代前期经义文体逐

渐变化的结果，大致趋势是随着古文的变化而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鏊的经义表现出了渲染文采、

格式拘谨的弊端。后人对此多有批评，如王夫之

谓：“对偶语出于诗赋，然西汉、盛唐皆以意为主，

灵活不滞⋯⋯况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

客四六之比。邱仲深自诧博雅，而以‘被发左衽’、

‘弱肉强食’两偶句推奖守溪，此七岁童子村塾散

学课耳。”［18］169又谓：“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

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

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

者一徽纆而已。”［18］166这两段话都直接批评王鏊

的时文形式虽然工整，但还是空架子多，脱离实

际，缺乏真情。八股格式流行之弊，在于对时文

写作形成固定格式的束缚。高嵣言：“钱吉士谓

明文以天顺前为极盛，至于化、治而衰。朱太复、

陈素庵谓制义之坏始于守溪。”［24］415可见钱禧（字

吉士）及不少人都认为明代经义衰于八股格的定

型，而八股格的定型又与王鏊直接相关。

经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取士文体，明初之后朝

着重视文采和结构精巧的方向发展。王鏊生逢其

时，身体力行，在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清人俞长城（铜川）对此有着很高的

评价：“制义之有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

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也。前此风

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

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

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于理学为贤，于文

章为圣；于六经为臣，于制义为祖，岂非一代之

俊英、斯文之宗主欤？”［4］卷四推奖之意溢于言表，

虽有过誉之嫌，但从中也可看出王鏊在明代科举

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王鏊的经义在结构形式方面有着创新之处，

如“结构精整”和“善于用偶”皆是古文之法，王

鏊移用于时文，初看并无豪华词语，但细辨文意

周密，文章结构经得起推敲，因此被誉为时文正

法。正如李光地所言：“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

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

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

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如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叶，

终不若工部字律细密，声响和谐，为得律诗之

正。”［15］458王鏊的重要地位，还与他的连捷魁选和

屡主考乡会试直接相关。戴名世谓王鏊“少工举

子文，既连捷魁选，文名一日传天下，程文四出，

士争传录以为式”［30］卷二十八。明史也称“鏊善制举

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

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21］卷一百八十一。

皆言王鏊从自作经义博取功名到长期主持文典，

对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科考文风及经义文体的

变革有着巨大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洪武年间经义文体冒头、正

文和结尾的三段式结构，是八股格形成的结构基

础。然而八股格的起始点，严格意义上说是在永

乐朝。永乐以后，政治上逐渐稳定，为了适应统

治的需要，藻饰太平之治，三杨“台阁体”为当时

文坛所尚，文风渐趋于辞藻修饰，经义文体也由

遵经重质趋向于重视结构严整，最终在成化、弘

治时形成八股格式。王鏊的时文写作及主持科考

活动主要在成、弘两朝，他顺应了当时的文风趋

势，化用古文之法为时文，使得枯燥刻板的应试

经义文面貌一新。

王鏊经义文的写作方法和结构特征，主要表

现在语句修辞的排比对偶和结构上的严整谨密。

这种写法使得其经义能够表现出一些古文的结构

特色及文辞色彩，从而使场屋评文标准转向重视

经义文的文章结构，这一点对人才选拔和官僚结

构有着重要意义。自从八股文在明代成、弘之时

定型以后，科举考试经义在明代中后期至清末的

发展，都未能摆脱八股的基本格式，即王鏊经义

文中表现出来的字词对偶、句式排比的显著特征。

明代经义文的发展，与宋元时最大的不同就

是积淀出了八股格式。如果说王安石改变了自隋

唐至宋代近五百年的人才选拔机制，那么王鏊的

所作（定型八股）所为（主持科考），在明清官员

选拔机制趋向客观公正方面，则有着其他人无法

取代的影响力，这也是奠定王鏊在明清科举史中

①四库馆臣谓王鏊“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似乎并不妥

当。王鏊出生于景泰元年（1450），成化十年（1474）乡试获荐，次

年即成进士，时年26岁，之后任朝官三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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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正如明末清初陈名夏所赞

叹的：“士穷经义考试，凡三岁，中是科者人以

为能，且光荣极矣，岂非使人专一于孔孟之道者

耶？守溪以前，仅仅数公有文名，而犹半涉宋体，

至于守溪，而法始备。”［35］683明代成化、弘治年间

科举考风为之一变，经义文体亦为之一变，在这

发展定型的过程中，王鏊居功甚伟，堪称明代时

文之魁首。


